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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历史回顾和未来展望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torical re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
■文 / 李志青  

环境保护重要，还是经济发展重要？其本质是环

境与经济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思

考，历史上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深入过。这是因为，在

过去40多年里，厚此（经济）薄彼（环境）的结果是

带来惨痛教训。时至今日，在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全球

第二的同时，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却仍处在全球100

名左右（根据耶鲁大学环境绩效评估指数测算）。经

过痛苦的反思和抉择，最近几年来，环境与经济的关

系终于迎来新的调整，环境保护进入自改革开放以来

最为“辉煌”的时刻，“十三五”规划将绿色作为指导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理念，经济发展似乎开始为环保

让路。不仅一般经济部门逐步高度重视环保，如发改、

经信等部门都制定了环保相关的绿色发展规划或行

动计划，同时金融部门也进入了新的绿色发展时代，

从人民银行到证监、银保监以及财政等部门，都不遗

余力地为环保摇旗呐喊。与历史相比，在新的发展时

期，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无疑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值得思考的是，在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中，历史上曾

经发生的环保为经济让路的做法并不可取，那么，在

当下和未来，经济为环保让路的做法就可行吗？本文



68 WORLD ENVIRONMENT
2020年第1期 总第182期

热点关注
FOCUSING ISSUES

将通过梳理过去40多年来环境与经济的历史演变过

程，形成环境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判断，并对下一步环

境保护政策的发展方向进行分析。

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演变历史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尽管生态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取得各种积极进展，但

从效果来看，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就似乎并没有经济增

长来得这么耀眼，就指标上的对比而言，两者间的关

系甚至是“相背离的”，也就是通常所讲的，经济增长

与环境保护并不协调和一致。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

解这40多年里生态环境质量的演进？尤其是在经济

与环境间存在矛盾的背景下，如何从经济发展的视角

来审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努力，是帮助我们完整解释环

境与经济的关系，并有助于指导下一步中国环境保护

与经济增长政策的重要议题。

先来看看环境保护背后的经济发展，一般而言，

理论界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近一个长

周期的起点，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主要依据在于，

1978年前后，以改革开放政策为分界线，存在着截然

不同的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制度。从结果上

看，也是如此，在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方式上1978年前

后也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再来看环境保护工作，可以发现，1978-1992年

的第一阶段，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基本上与经济增

长是相持平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超越经济发展

的，主要体现在各类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的完善上，可

以说，目前在环境管理上诸多制度的源头，都可以追

溯到这个阶段。为何在经济增长较为平稳时，中国就

开始引入系统的环境管理制度呢？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已经显现

出对生态环境的某种破坏性，特别是部分地区发展乡

镇工业所导致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引起中央政府对

环境问题的高度警觉；第二，就体制上而言，带有较强

中央计划性质的经济增长始终本能地警惕着在环境

保护上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

对于先保护、后发展有着强烈的愿望。体现在环境质

量的结果上，在这一阶段，各类环境质量并没有出现

恶性的下滑，总体上反映了环境与经济的相对平衡关

系。

1992-2012年的第二阶段，这20年是中国经济增

长的黄金时期，基本上每年的经济增速都达到了10%

以上，这里面改革开放的因素功不可没，一是1993年

开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

2001年加入WTO，迈出实质开放的关键一步。

经济上高速增长，给环境保护带来极大挑战。其

一，工业化、城市化等进程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越来越

大的压力，不断逼近生态环境的承载极限；其二，之前

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在侧重经济增长的市场经

济发展面前失去“刚性约束”，逐步在执行上变得“富

有弹性”，这两方面都意味着，本来尚可平衡的环境与

经济关系，在压力此消彼长的影响下，开始变得越来

越不稳定。受此影响，即便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有了

重大演进（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

护部）的情况下，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出现了断崖式的

下滑，直至各种环境污染事件频繁爆发。也就是说，在

这个阶段，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程度与经济高速增长

所需的环保约束程度相比是远远不够的。究其原因：

第一，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一定程度上令环境保护在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上同

时遭遇极大的困境，客观上体现为政府能力的不足

和市场力量的过度强大，使环境保护变得越来越“弱

势”；第二，在经济增长成为压倒性政治任务后，在主

观上极大削弱了抵御“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

认知基础，造成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所不

足。正是主客观的各种因素，造成了环境与经济关系

逐渐失衡的20年。

此后便是2012年后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上经济

发展的最大特征在于，增速跌落10%，重新趋于平缓，

经济增速平缓的关键原因在于发展动能不足，尤其体

现在效率不高、市场活力不足等问题上。对此，2012

年后，中央开始启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与此同时，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重新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进而呈

现出经济与环境的再平衡动态关系，这一最新动态直

到目前为止仍没有结束。总体上，新一轮的环境保护

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何理解这个阶段的环保

工作呢？第一，经济增速的放缓某种程度上为环保工

作创造了重要的“窗口期”，简而言之，市场出现饱和

的结果是我们有条件在环境保护上提出较高的要求

和标准；第二，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特征的深刻理解提

高了政府和市场在环境保护上积极作为的主观意识；

第三，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同时受互联网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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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影响，各领域改革措施的协同作战能力有所提

高，改革的系统集成程度有所提升，从而加强了环境

与经济协同的能力。

总体上，过去40多年里的环境保护并不是在一个

独立的制度空间中演进，而是与经济增长以及改革开

放进程高度耦合在一起的，只有从经济发展这个主旋

律出发，才足以全面真正理解和界定40多年环境保护

的真正内涵。

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未来演变：环境

政策的三个“中性”
1.环境政策目标从环保为了更好的环境质量，进

一步走向环保为了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实现“经济

中性”

在经济全面走向高质量发展，实现转型升级的背

景下，环保也是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

比较容易理解的表述。但深究这个表述，其实隐含了

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那就是环境政策对不同经济是

“区别对待的”，被界定为“高质量”的经济产业部门，

环境保护部门“笑口常开”，被界定为“低质量”的经济

产业部门，环保部门则是“愁眉苦脸”，甚而“痛下杀

手”。对经济产业部门进行这样定性，其实给环境政策

制定带来诸多不便。

例如，通常被界定为“高质量”经济部门的高科技

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人工智能大数据产

业等，的确在技术含量、市场地位以及附加值上都相

对比较“高端”，但这些产业就都一定是“低排放”“低

污染”的吗？被界定为“低质量”经济部门的产业，如

传统能源产业、重化工、装备制造业以及钢铁水泥等

产业，就都一定是“高排放”“高污染”的吗？其实不

然，在“高质量”经济部门中，也有排放和污染比较严

重的企业，而在“低质量”经济部门中，也有排放和污

染相对比较少的企业。事实上，不仅在这两类经济部

门之间，其污染和排放特性没有可比性，即便是在同

一个类别中，不同的产业之间在污染和排放上其实也

没有可比性。由此，我们不能以经济部门的附加值高

低等特征来判断其“绿色”程度，尤其是不能再回到老

路上，以地方政府部门对某些产业的“偏好”和“喜恶”

为依据，来罗列所谓的产业“白名单”和“黑名单”。也

就是说，在环境政策面前，理论上，经济应是中性的，

环境政策中设定的各种环境规制标准不能因“人”而

异，在高质量和低质量经济部门前面都应该一视同

仁。

其实，基于“经济中性”的环境政策与实现高质量

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

其一，在所有经济部门内部都有效率高低差异的

不同企业，统一的环境政策有助于识别不同的生产效

率水平，进而实现环境规制驱动实现竞争创新的“波

特假说”；其二，在高低质量两类经济部门之间，如果

采取差别化的环境标准，表面上看是保护了高质量部

门，实际上是通过“成本的外溢”损害高质量部门的内

在竞争力，影响高质量部门的长远发展；其三，从社会

整体来看，我们对低质量经济部门的各种产品仍然有

较大的依赖，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并不

是要关掉所有低质量的企业，而是要实现产业的转型

升级，由此，人为提高这些产业的环境标准，其本质是

在扭曲这些产业部门的资源配置，进而造成社会经济

资源的错配，不利于经济真正高质量的发展。

2.环境政策工具要从行政命令为主的环保高压，

走向市场激励为主的“环境中性”

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环境政策工具从无到有，从

少到多，逐渐形成了法律、行政、激励和宣教（公众参

与）等构成的复合制度体系，但限于环境与经济关系

演变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受到经济的挤压，过

去，环境政策工具的设计思路总体上以“行政命令”为

主。行政命令式的环境政策工具，其好处在于比较灵

活，富有“弹性”，并且可以给经济发展留足“政策空间”。

例如，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环境政策力度可以

稍微降低一些，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环境政策

力度则可以加大一些。当然，作为政策“蓄水池”，随着

环境与经济关系失衡逐渐严重，当前阶段的环境政策

主要体现为“行政命令为主的环保高压”，即便在经济

增速有所下滑的背景下，为了“倒逼”经济转型，向高

质量发展，环保仍然呈现高压态势。从理论上来看，环

境政策强调行政命令，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

那就是担心无法真正合理评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其

结果就造成环境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处在“非中

性”的地位，其重要性或者是因为经济的下滑而被“低

估”，或者又因为经济的好转而被“高估”。

实际上，制定环境政策要做到“环境中性”。何谓

“环境中性”，也就是说环境政策的制定是有其内在基

本逻辑的，这个基本逻辑并不因为经济的变化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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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稳定的。就环境保护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而

言，这个基本逻辑的关键就是环境政策要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相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逻辑在于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无论是

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得到充分证明。那么，作为配

置生态环境资源的环境政策，其基本逻辑也不能偏离

这一点，也就是要借助市场来配置生态环境资源（除

了极少数生态环境资源之外）。

事实上，借助市场激励机制来配置生态环境资源

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资源税、环境税等税收工

具，又例如排污权交易等市场交易工具，再例如生态

补偿机制等政府间环境市场工具等，还有绿色金融、

环境服务产业等市场产业类工具，这些工具的存在本

身就说明市场激励为主的环境政策可以发挥保护环

境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工具将

生态环境资源作为“经济品”加以定价并分配，与市场

经济中的其他经济品的配置过程完全可以对等和匹

配起来，再加上大数据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使得

越来越多的环境品在价值计量等方面变得越来越便

利，阻碍环境品“经济化”的交易成本难题逐渐被克

服，这一切都预示着，随着条件的进一步成熟，在可预

见的“十四五”期间，以市场激励为主导的环境政策工

具取代行政命令为主导的环境政策工具已经是指日

可待。

3.环境政策的有效性评估要从定性为主的指标

分析，走向定量为主的成本效益分析，实现“政策中

性”

在“十四五”期间，环保政策的创新与改革还应体

现在“政策中性”上，主要是对环保政策本身进行科学

有效评估。公共政策的评估历来是改革的重点难点，

一是因为公共政策往往涉及民生领域，有没有实现政

策目标直接关系到民生改善，这是政府的头等大事；

二是因为公共政策施政过程中主要依赖公共财政资

金，在公共财政资金约束不断趋紧的背景下，其使用

过程是否合理，是否有效，一直是广大公众迫切关心

的问题；三是公共政策还与公共部门相关，这些部门

在开展决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权力寻租和腐败的现

象，也令公共政策的实施容易引发关注。作为越来越

重要的一项公共政策，环境保护政策也不例外，在上

述三方面都有紧密的关联和体现。

这意味着，对环境保护政策开展科学评估是必要

的，一是评估其成效如何，二是评估其过程如何，三是

评估其效率如何。其中，政策效率的评估是重中之重，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角看，政策效率的核心就在

于“投入产出效应”如何，因为从政策竞争的角度来

看，每一项政策都有其投入产出效应，最后决定某项

政策能否落地的重要因素就是这项政策是否比其他

政策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效应，即每单位的政策投入可

以带来更高的产出。就此而言，不同环境政策的选择

应该秉持“政策中性”原则，让环境保护政策实现产出

的最大化和效率的最优化。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关键在于政策评

估方法，以往对环境保护政策的年度评估大多停留在

定性的层面，例如开展对标，看看是否实现了预定的

政策目标，另外较多采用的是指标评估，设计一系列

政策指标，主要包括政策的构成以及实施执行情况

等，然后以某个年份的指标为基准，对政策进行地区

间的横向比较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总体上，这些评

估方法都偏向于定性层面，其结果很难对政策的效率

做出实际判断。更为科学的政策评估方法是对政策进

行定量的准自然实验分析，也就是将某项环境保护的

实施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其效果进行因果

识别分析，找出政策实施后所产生的实际成效（定量

化），近年来这种方法在环保政策评估上已经有了不

少应用，如对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开展单项政策评

估等。只有真正在定量基础上对环保政策进行投入

产出效应分析，才能真正推动环保政策走向“政策中

性”，实现政策福利效应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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